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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学术现代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美学”自诞生之日起，即已深刻地处于跨文化情境的种种
差异之中，这一点显著地塑造了相关研究的面貌与性格。相对于审美传统资源的丰富性，研究所依据的概
念体系、视角与方法论同样具有极为关键的作用，可以说从根本上引导和约束着美学研究的整体方向与策
略。基于这一事实，不断地反思和调整对中国美学的整体认识，努力拓展更为灵活且更具包容性的研究架
构，即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其中，如何理解中国美学之“感性学”的性质，可谓是相当重要的一项内容。
一、关联思维：中国美学的“感性学”
1750年，德国美学家鲍姆嘉通（A. G. Baumgarten，1714-1762）以“Aesthetics”作为其著作的名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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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进一步发掘。“关联思维”在秦汉美学研究中仍然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
人们对传统感性经验模式的认识。与通行的认识不同，作为中国古代的基础性思维方式，关联思维
深刻地决定着各种思想意识与行动实践。这一起源于早期中国的思想要素，至战国后期趋于勃发，
并在秦汉时代伴随帝国的成立而获得充分的展现。在这一整体的历史文化情境之中，“感性”所关
涉的物、感知与情感等主题，均凭借关联思维模式获得自身的特定性格，并作为基础性要素在美学
领域中发挥久远而深刻的作用。我们从作为审美主体的身体与作为审美对象的万物世界两方面分
别展开，可以简要地勾勒出在关联思维的视角之下被重新审视的中国“感性学”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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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被视为“美学”学科成立的标志。“感性学”的原初意义，意味着它是作为处理感性经验的知识而成立
的。不过，在获得普遍使用之后，该名称在特定文化语境中的涵义往往不自觉地过度延伸，从而抑制和
排除了更为丰富的感性经验模式。这在强调人类经验共享的时代，在十分注重审美表达之政治学与人
类学维度的氛围中，不免成为令人遗憾的事实。
作为对这一状况的反思，本文基于对秦汉时代美学的理解，尝试揭示中国美学之“感性学”的潜在内
涵，并努力以此重新衡定相关研究的格局。①在此需要避免两点不必要的误解。首先，欧洲与中国的审
美传统均异常复杂，将其分别过度简化是不可能的；在此我们无意塑造某一轮廓分明的“中国美学”的
“感性学”，以与他者构成彼此分隔、对峙乃至替代性的关系，而只是尝试探索其“感性”之枢轴性的功能
与倾向，以期为全球化美学提供多元探索的可能性。其次，秦汉美学并不是作为某一特殊时代的思想来
涵摄中国美学的整体，而是基于更为深刻的理由存在。作为中华帝国成立的初始阶段，秦汉时代对于中
国传统美学的形塑作用是全面的，包括作为审美主体的文化精英共同体的初步形成，审美与政治的紧密
关系，共享的基本思维模式与审美表达方式，以及在此将予以论述的“感性”等等，这些因素即使在后世
有所变化，也依然是作为某种基本要素而持存的。
秦汉美学的研究，由于受到西方美学研究范式以及哲学、文学与艺术史等相关领域的影响，不可避
免地导致了整体认识的偏离与狭窄化。尽管秦汉文化的丰富性与历史意义不容置疑，但是该时期的思
想史与精神史价值，却往往因缺乏所谓“独特性”而受到严重的低估。其中最为显著的一点，即尚未引起
充分重视的关联思想。到目前为止，对这一因素的阐述仍然游离于主流的思想史之外，并未获得应有的
基础性地位，中国美学的研究格局也由此深受影响。这不仅导致关联思维发达的秦汉时期的思想价值
的低落，而且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据此探索中国美学之基本脉络的可能性。
众所周知，秦汉思维最显著的特征是关联性。这一起源于早期中国的思想要素，至战国后期趋于勃
发，并在秦汉时代伴随帝国的成立而获得充分的展现。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论中，按照感应比类的原则，天
地万物获得动态而紧密的关联，诸如阴阳五行等多样化的范式，贯穿人类社会和为之提供典范的自然世
界。世界整体呈现为整齐而富含变化的律动状态，而作为其核心存在的人类，开始拥有充分把握自身位置
并改变世界的可能性。在美学领域，“条理而生生”的审美化世界开始出现，它贯穿人类的历史和现实，也
融通了多样化的艺术与自然。在这一整体的历史文化情境之中，“感性”所关涉的物、感知与情感等主题，
均凭借关联思维模式获得自身的特定性格，并作为深层的基础性要素自此发挥久远的作用。
在秦汉审美形态的表层与深处，到处涌动着关联思维的特质。但是，人们对关联思维的误解以及由
之引起的反弹，导致对其价值的合理化认识形成阻碍。即使是积极肯定关联思维作用并获得深刻认识
的法国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也不恰当地视之为传统中国思想的表征，并与西方现
代的因果思维相对立。这一将关联思维固化为静态思想特质、并与因果思维相抗衡的理解方式，自然是
值得怀疑的。不过，将关联思维贬低为非理性或低级思维的误解，已经受到科技史、医学史、人类学和哲
学等学科专家的有力批驳。上述研究的推进，以及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深化，很大程度上破除了关联思
① 关于关联思维在秦汉美学中的重要性，可参考拙著《中国美学通史·汉代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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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所蒙受的负面评价。
正如葛瑞汉教授所论，在任何认识的底层，均存在着不可化约的关联模式，它们以复杂的方式支持
并汇入各种思想与行动之中。①秦汉的关联性世界并非不同类别与层次之物的荒谬组合，而是由流动于
同类物象之底层的同一性与不同类物象之间的差异性贯通而成；“象”与“类”彼此结合，形成“序秩理数”
的思维范式，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抽绎宇宙秩序并进行理解的媒介，它们是对世界中同一与差异之基本
主题的特定认识。鉴于关联思维在中国思想史的深刻且长久的影响力，秦汉美学内在地充分具有“比
较”的性质。所谓“比较”，并非局限于若干具体的美学问题，而是指深入理解秦汉美学的内涵，有助于深
化对中国美学的思考，并为真正世界性的美学提供借鉴的新维度。易言之，这一“比较”的内容，并不仅
限于新奇的美学范畴、概念、命题及其阐述的方式，而且更为深刻地呈现为“感性”的基本模式。
之所以将秦汉美学设置为美学中自成体系的一极，与下列历史事实密切相关。首先，作为关联性思
维的集大成者，《周易》与秦汉渊源极深；其高居传统文献学体系之首的崇高权威，为后世关联思想的发
展绵延提供了不竭的动力。从最简单的阴阳二分到极为复杂的卦变结构，在对世界进行类型化切分的
同时，又充分容纳了万物变化的流动性，这在《周易》中表现得相当充分。其次，作为中国传统科学之唯
一幸存者，渗透着关联思维的中医学仍然活跃在现代社会；而形成于秦汉的《黄帝内经》，标志着这一医
学体系及其身体观的成立。这一事实意味着，从秦汉绵延两千年之久、以关联思维为架构的身体观并无
根本性的变化，而身体正是审美之“感性”的坚实的践行者。②
关联思维笼罩着整个秦汉时代，影响人们思想与生活的各个方面；自然、社会与人事变动，被编织进
复杂的关联之网。审美主体和作为审美客体的自然与文化构成物，均深刻地融汇在这一情境之内。鉴
于此，与其遵循某一普遍化的审美模式（包括诸如“审美经验”“美感”及其相关设定），并不加反思地应用
于秦汉时代，毋宁重新审察审美模式的性质。对于后者而言，由于弥漫于其间的关联思维，可能存在着
独特的审美感性经验的模式。我们粗略地按照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的各自情形加以考察，不难看出审
美经验之形成与表达的特殊性。
二、身体：关联性的主体
当代身体研究的显著进展表明，重新回归“感性”，并非重蹈昔日狭化理解的覆辙，而是以身体为支
点，探索“感性”形态的综合可能性。作为审美经验及其思考行为的施行者，身体不仅构成实践行动的现
实出发点，而且以自身可见或不可见的构造为感知、情绪与心理提供结构化的场所。相对于身心二元的
划分，传统中国思想更关注其间的流动性与关联性。如前所述，包括医学理论在内的传统身体观在秦汉
① [英]葛瑞汉（A. C. Graham）：《阴阳与关联思维的本质》，见艾兰、范毓周等编：《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
源》，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页。
② 需要注意的是，包括《周易》《黄帝内经》在内的众多经典文献，均经历了连续不断而异常复杂的传授、重写、复制、
编撰及传播的漫长过程；其编纂往往贯穿战国与秦汉时代，并直至较晚阶段才呈现为相对确定的文本形态。上
述事实表明，秦汉不仅构成了传统思想演变的枢纽，而且还充当着理解早期文化的无法避开的起点；思想与实践
的厚重积淀，促生了这一渗透着关联思维的时代。
中国美学中的关联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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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趋于定型，并通过《黄帝内经》等经典延及后世。尽管医学实践在历史中依然不断地做出调整，但
是，这种局部的修正并未从根本上偏离经典的关联性身体模式。备受后世崇奉的早期医学文献，其身体
观的影响力有必要予以肯定。
秦汉时代形成的身体图景，通过阴阳、五行以及其他关联范式建构起来，认知经验与想象相互交织
延展，从而生成复杂的身体图式。它足以抵制轻率的过度约简的问题，并为当代美学提供借镜。我们大
致可以将身体的特征归纳如下。首先，空间场域性的藏器（如五脏六腑）与流动性的脉络（如经络）共同
构成二重性的身体，二者之间又通过各种关联而相互渗透沟通。相对而言，流动性的因素更为根本，更
能够反映生命的实质，而流动的志意血气，则储藏在对应的各种藏器之中。其次，表里相应的藏象理论，
构成身体认识（诊断）与实践（治疗）的基础：深藏于体内的脏腑，其动态宛转地反映于外部的征象；尽管
疾病存在于身体深层的局部，但是相应的医学活动却可以通过其他表层部位施加有效的诊治。与此同
时，各种体系化的类比参与构成身体之内在的规定性。例如自然地理与水利工程学、官僚制以及植物的
比喻，它们均积极参与了对身体的理解，并且综合为具有独特形态的感性身体。它与现代常识中的身体
观念显然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差异。
从更为根本的层面来看，一切审美活动均须借助身体场域来实现，从而受到后者的约束与规定。医
学中对于身体与血气的相关阐述，提供了志意发动与传达的具体意象，同时也为音乐治疗与文学诵读
（如汉赋《七发》）的作用提供了理解的可能性。在楚辞、汉赋以及秦汉音乐文献中，充斥着众多“情动于
中而形于声”的美学论述，《中庸》也有“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的哲学命题。这里所谓“中”，很难看作
抽象化的存在，而更接近容器般的意象，其内部可以积蓄与储藏血气或情绪等要素，满溢时则须予以宣
泄，而宣泄之时亦须遵循特定的路线。鉴于这一背景，在考察“诗言志”“发愤抒情”等命题时，参考身体
空间场域的属性以及“志意血气”的流动性等因素，并不是画蛇添足。
从秦汉后期开始，传统文学与艺术理论开始大量移用与身体相关的各种术语，以阐释相关的审美现
象，诸如“骨”“脉”“血气”“体”“筋骨”“精神”等均是如此。这些术语孕育于早期的身体语境，因此往往不
自觉地承载着特定的规定性。如果不考虑这些已经沉潜的语境，而只是按照后世的认识予以把握，则难
免出现理解的偏差。在古典文学理论中，流动性的意象相当普遍，它们所蕴含的人际沟通与自我表达的
充分可能性，与早期身体理论一脉相承。在后世山水画的理论中，对于自然风景的描述也袭用了身体化
的范畴，这与早期身体和地理学的关联性同构相互映照。除此以外，身体的表里一致，对目睛的特别关
注，后来也分别融入美学的思考，从而凝成“知音”“传神写照”等重要命题。
在医学所提供的个体身体观以外，身体的政治与社会角色同样值得关注。在秦汉时期的月令文献
中，身体与外部世界构成了严密对应的动态网络。诸如季节、方位、建筑、食物、颜色等要素，与身体内部
的生理构造及外部的威仪行动，发展出繁复错综的感应体系。身体与春天的配合，开辟出重视生命与情
欲的路向；身体与夏天的配合，则为音乐及教育预留出相应的语义空间。与此类似，身体与节令的气化
感应，构建起“诗人感物，联类不穷”的链条，这制约了秦汉文学对于自然物的选择，以及“悲秋”等基本的
抒情性格。
在《周易》思想中，身体同样提供了自我向外界投射的原点。身体不仅作为“配身”的基础，与外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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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建立起直接的关联，而且还作为“仰观俯察”的承载者，效法并参与世界的整体变化，在动态中回应循
环的天地四时。不仅如此，身体在礼仪乐舞中，也占据核心的位置；秦汉礼乐类文献结集的复杂程度，
暗示着当时的争论相当激烈。身体与天地万物的比类，一方面处于节奏化的宇宙律动之中，造就了“大
乐与天地同和”的和谐图景；另一方面又吸取了礼乐世界的各种要素，促使审美与伦理、政治等领域相
融无碍，为秦汉美学涂抹上了道德化与政治化的色彩。礼乐为个体提供了融入群体并成就审美化自我
的维度，其间的媒介正是身体。审美、伦理、政治乃至宇宙的泯合无间，成为秦汉美学的崇高理想，而身
体则成为这一理想的汇聚与彰显之处。如果以此衡之后世，它显然构成中国美学历史中令人瞩目的一
条主线。
三、“感物”：秩序化的世界
前文述及的“感物”模式，可谓中国“感性学”的核心概念，它在《礼记·乐记》以及前后一系列相关文
献中有充分的体现；并且正是在秦汉时代，这一模式从早期乐舞的领域进入文学，从而拓展出中国美学
中最为繁盛的领地。作为“感物”命题的两端，其一是关联性的身体，另一则是作为其审美对象的外部世
界，而后者同样受到关联思维的浸渍，并且由此呈现出相当特殊的面目。正如身体并非浮泛的概念一
般，“物”之世界的内涵及其被感受的方式同样也不是笼统而浑沦的，而是以其特定的区分、层次与变动
规律呈现自身。
在关联思维的各种类型中，即使是最简单的阴阳二元范式，也包含了同一化与差异化的基本要素。
区分动态物象或事件的同一与差异，并将其划分为相应的类别，即呈现出类化的秩序世界。这种类化的
路径在其理念中，能够轻易地穿越不同领域的界限，并延展至世界的任一角落。划分世界的不同方式，
从根本上决定了不同的世界观。就此而言，秦汉思维既体现出与其他传统的关联思维的共性，又具有自
身的独特性，而后者则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美学的面貌。
秦汉关联思维对于美学的影响未必总是直接的，它也经常作为外围因素发挥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
其力度的削弱。由于众多美学文献中宗教、历史、政治等因素相互交织，因此对审美形态展开综合性的
考察，也要求我们充分考虑关联思维的作用。秦汉帝国在政治、文化与地理空间等方面积极追求大一
统，而关联性宇宙论的政治性格无疑是极为突出的一点，这意味着某些因素即便在表象上溢出美学的范
围，也依然以间接的方式与之发生联系，这一联系是通过规定世界的性质而切实地发生的。
从总体上对世界进行切分，最显著的莫过于时空结构，这在秦汉时代具有某种政治性或宗教性的意
义。在楚辞与汉赋中，通过巡游四方的想象性历程，具有无限神力的统治者得以支配宇宙的整体，其巡
视天际的历程，意味着对世界各部分的依次占有，宗教性的神秘能力与世俗政治的统治在此合而为一。
这一类似于佛教中曼荼罗的宇宙观，在秦汉的青铜镜或画像石中也有相应的体现，尽管其使用情境发生
了相当的变化。对于宇宙时空秩序的类拟，是贯穿秦汉时代的主轴。这一直接将人类世界与天文地理
相贯通的努力，在文艺作品中多有体现。汉大赋不厌繁复地描述都城与皇家园林的结构、华丽外观，以
及在后者中游猎的场景；如果舍弃关联思维，就很难理解这些事物在作为微观宇宙的呈现中，何以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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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夸饰的方式，同样也很难理解游猎所意味的对于宇宙的真正支配与占有。
时空秩序所具有的政治教化功能，在秦汉《诗经》学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但它采取了与前面不同的方
式。在《诗经》中与民众发生直接关联、同时也构成教化之初阶的“十五国风”，其基本结构正是关联性
的。对应于不同的国家与地域，风土、风俗与政治历史互相映射，这与《汉书·地理志》具有相通之处。《诗
经》阐释学依托《左传》的编年纪事构成其时间主线，又通过与邦国的配合构成其空间意象，因指涉风俗
而具有社会性，因指涉邦国历史人物而具有政治性，因指涉风教或风化而兼具道德性与艺术性。如果进
一步考虑“风”这一意象在《周易》“象传”中的反复出现，那么不难设想“兴象”与“易象”之间的内在联系，
这是以物象与人事及历史的内在关联性为前提的。这些尽管与感性的问题貌似疏离，实则具有千丝万
缕的联系。除非个体的审美经验能够真正逃离于社会与政治之外，否则这些因素的影响仍然将落实在
感性的维度之上。历史事实表明，正是在秦汉时代，伴随着文化精英主体之政治身份的形成，其审美方
面的诉求也日趋高涨——美学与政治的辩证关系仍然值得深入思索，而感性的因素在其间发挥着枢轴
的作用。
时空结构的类型化，并非始终游移于美学的外围。在音乐理论对五音的说明中，五方与君臣结构的
引入，导致音乐有了后者的含义并将其内化，在建立政治化差异角色的同时，凭借着“五音之宫——五方
之中央”而构建起空间性的结构。这是音乐努力超越实在的时间性而向空间性转移的表现，这一历程同
时也形塑了感性的政治化，使之不再停留于普泛性质的层面。倘若考虑到每一艺术体裁总是倾向于超
越自身的局限而获致更高层次的圆满，那么秦汉音乐理论便应当受到更深刻的评价。
在节奏化的时空结构之中，也存在对于自然界与人事界的进一步类化。在描述皇家园林的文学作品
中，不同种类的自然物，如鱼鸟、草木、山水等，采取了同类并置的方式，这与《说文解字》的部首分类方式具
有一致之处。前者并非是对外界物象的单纯描摹，后者也不是依据字形的纯粹客观分类，二者均通过文字
的排列来指涉世界，以使其充分秩序化。通过类化的行为，“正名”在汉赋中被赋予支配万物的神秘力量，
而在《说文解字》中则为世界的秩序化运转提供助力。与自然界的类化相似，作为魏晋人物品藻的前奏，秦
汉人物观念总是按照类型进行划分，并以其总和来表征人类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物观念构成了世界
观的分论。无论是《史记》“列传”中“因循”的类型观，还是秦汉画像石中的“三纲”人物观，抑或是《汉书·九
品人表》中的层次化的人物观，均以某一个体或集体代表其类型，以此构成某种纲常或理想类型的层级网
络。如果上述类分并非可以轻易忽略的因素，那么我们对审美感性活动的理解显然需要进一步深化。
随着东汉后期文人阶层的涌现，以“文”为中心的一系列变化随之出现。除文字学以外，还包括文学
写作的文饰即对偶化、书法及其理论的勃兴等现象，它们直接造就和改变了审美活动的感性介质。文字
的对偶化在西汉前期即已出现，而且与思想的对称并行，这一趋势持续进展，直至六朝时期骈文蔚为风
行。骈偶现象的背后潜藏着阴阳的观念，这表明骈文不仅意味着形式化的追求，而且也意味着对宇宙实
质的探寻。同样兼具实质与表现意蕴的书法，其形式来自对自然之动势的模拟，这是在与八卦相类似的
文字创造神话基础上的进一步推进。①不妨认为，在华丽的骈文写作与幽玄深远的书法中，均存在视觉
① 关于周易卦象操作原则与文字学的深层联系，参见[法]汪德迈：《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占卜与表意》第二章“表意
文字的创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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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与宇宙深层本相的统一，二者均以特定的感性形式追摹世界之深邃的变动。
最后还要提及的是贯穿于秦汉关联思维之主要范式中的循环性。无论是阴阳、五行，抑或是《周易》
中的六爻与六十四卦的系统，均蕴含着圆道循环的思想。在关联结构的各个部分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
关系，其前后相继、首尾循环的性质，构成了阐释之圆满的流动性。这一思想阐释的循环结构，包括五行
的相生或相克，阴阳的对转以及六十四卦首尾相连的次序。不仅如此，在文学理论如《典论·论文》或《文
赋》中，同样体现出这一特征。此外，文字训诂学中的反训现象，也是这一特征的具体表现。这与《周易》
的思想有重合之处，考虑“易”字的三种意义以及“贲”卦之兼具文饰与素朴的含义，是不难理解的。①后世
“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命题中，所谓“环”正是由不同的“象”相互衔接构成的圆环，“得其环中”则意味着
指向其中心，即超越每一具体环节而获致整体之圆满的可能性；推而论之，这一圆满认识并非发生在超越
与舍弃感性的方向上，与之相反，它正是在沉潜与浸润于感性现象的过程中实现和达成的。
如上所述，如果我们以秦汉时代的关联思维为支点重新考察，则中国传统美学的整体图像将随之发
生显著的变动与扩容。大致而言，无论是审美活动的施行者抑或是其对象与内容，均在关联性的思维结
构中获得了更为切近的规定性；这不仅将中国美学的“感性”维度推向具体化，而且也在理解方向的设定
上更趋合理。以关联性为基础的感性主体与感性世界，以及贯通二者的感性活动方式，有助于我们辨认
通行审美研究模式的抵牾之处并予以必要的调整，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设置更为贴切的研究主
题和范式。尽管关联思维并不是理解感性的固定途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作为潜藏性的基础，这一要
素并不能掩盖非关联性的思想的光华，但是忽视这一因素，则难免会引发对传统美学思想认识的局限以
致种种谬误。
需要补充的是，对于关联思维在秦汉时代之作用的陈述，尚多限于浅层可见的主题，较此更为深刻
的探索有待于将来的努力。不过，我们对于该主题可能造成的对“感性学”的新理解，仍然有充分理由保
持乐观的立场。我们对这一线索的钩沉，并非一劳永逸地设定中国传统美学的主线，并以此抑制与排除
其他理解的可能性；而是尝试将其作为古代思想的重要参数，重新纳入研究的程式之中，以切实推进美
学研究格局的扩展与调整。正是在这一期许的视线中，我们如果重新充分考虑关联思维的存在，那么，
秦汉美学乃至中国美学的研究将呈现出崭新的趣味，这或许是以其独特的“感性”昭耀于世的图景。
责任编辑：李彦姝
① 对于《周易·贲卦》的美学分析，参见宗白华：《中国美学史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宗白华全集》第三卷，安徽教育
出版社，1994年，第4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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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History of Mentality, intellectuals' mentality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study. Unlike most of academ⁃
ic intellectuals since the Middle Ages in the West, intellectuals in ancient China tend to have multiple identi⁃
ties of critic, literati and officials. Whether officer or scholar, these identities all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mentality of the intellectuals, and aesthetic appreciation is the external manifestation of this mentality in lit⁃
erature and art. Therefor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entality of intellectuals is a key to understand Chinese
Classical Aesthetics. There are many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mentality of intellectuals, the most important fac⁃
tors are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Keywords: the mentality of intellectuals; politics; philosophy; aesthetics
How Can Chinese Aesthetics "Continue to Talk" from Zong Baihua and Zhu Guangqian？
Xiao Zhan, Chen Long
Abstract: Zong Baihua and Zhu Guangqian, as twin peaks of Chinese aesthetic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aesthetics. They initiated many theoretical horizons on the approach of
combining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However, their illuminating thoughts have been obstructed intention⁃
ally or unconsciously for some reasons. By comparing their theories, we attempt to select natural philosophy, ar⁃
tistic truth, ethics of "the other", universal pragmatics, and intersubjectivity as the contents of "continuing to
talk". Then we can furtherly investigate the norms of how to "continue to talk".
Keywords: objective idealism;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the hermeneutics of nature; universal pragmatics;
intersubjectivity
Correlative Thinking in Chinese Aesthetics:
Reflections on Aesthetics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Ren Peng
Abstract：In the short history of development, Chinese Aesthetics research has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
but the connotation of its "Aesthetics" still needs to be further explored.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aesthetics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Correlative Thinking" is still suppressed at a relatively unimportant position, which
largely obscures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traditional pattern of sensual experience. Different from the popular
understanding, Correlative Thinking, as the fundamental thought method of traditional China, profoundly con⁃
tributes to various thoughts and actions. Correlative Thinking, which originated in early China, tended to flour⁃
ish in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was fully matured in the Qin and Han Empire. In the historical con⁃
text, themes that related to "Aesthetics", such as things, perceptions and emotions, obtained their own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and played a long and profound influence in the field of Aesthetics.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two aspects including the body as the aesthetic subject and the world as the aesthetic object, and try to depict
the picture of "Aesthetics" of China briefly refle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relative Thinking.
Keywords：Chinese aesthetics；correlative thinking；"Aesthetics"；Qin and Han Dynasty
Hu Shih's Argument on Reestablishing "Social Focus" And Its Alienation
Zheng Shiqu
Abstract: On the occasion of the anniversary of September 18 Incident, Hu Shih published an article of
Bitter Memories and Reflection. It put forward an important historic proposition that the urgent question was to
reestablish "social focus" to save the country. But it's regretful that Hu Shih gave himself up to the controversy
of "democracy and autocracy" later, and he deviated from his own original proposition unconsciously. His argu⁃
ment on "social focus" not only altered but also alienated to be a shallow preachment which only maintained
Kuomintang government as social focus. This alienation was not only related with Hu Shih's political demands
as liberals, but also an outcome of political changes that time.
Keywords: Hu Shih; social focus; reestablishing; alienation
159
